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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宋庄，顾桃从一处砖房的阳台探出脑袋，朝来人挥了挥手。不多会，他便跑下楼出现在视线里：大

导演顾桃专访：从蹲守中国最后的游猎民族到寻找萨满

顾桃曾循着父亲顾德清的脚步蹲守森林长达八年，如今他发现处处都是素材和故事，比如寻找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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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头，满头卷发，微弓着身子，有些像他工作室门口摆放的那头熊雕塑，头戴一顶萨满帽，侧着脑袋，好

奇地张望外界的一切。

这里既是工作室，也是家。他在屋子中央搭建了硕大的蒙古包，一把脱了漆的躺椅，墙边倚着为过两日展

览准备的画作、儿子的涂鸦和旧作品海报，书架里塞满了酒，还有一只跟着他身后撒欢跑的小狗，毛发因

长时间未修剪，呈现出一种豪放不羁的草原之风。

顾桃为人所知，大多是因为他拍摄了“鄂温克族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

《犴达罕》。他曾循着父亲顾德清的脚步蹲守森林长达八年之久，追踪这个古老的北方游猎民族，在生态

移民的政策下，尊崇自然法则的猎人上缴猎枪，告别森林。这三部片子粗砺、坦率且充满诗意，始终徘徊

于悲伤与孤独的基调，被视作鄂温克狩猎文明的挽歌。人们在雪地里、篝火旁、入夜后的月光下仰头灌下

酒，在暴力和嚎啕大哭中宣泄愤怒和绝望。在大兴安岭的一场大雪中，主人公维佳醉醺醺地，深一脚浅一

脚地走在雪地里，对着镜头念出孤注一掷的诗句：“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

一切/就代表消亡。”

那些日子，他白天和猎民一起劳作，扛着摄像机记录他们锯鹿茸，跟着他们漫山遍野地寻找驯鹿。夜晚松

林里簌簌的风声呼应着噼啪作响的柴火，他就趴在帐篷里写日记，将镜头来不及捕捉的画面记录下来，书

写较拍摄更自由，他在其间放了些自己的感触与脾性。这些文字直至去年才被整理好集结成书出版，书与

纪录片同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那八年是我人生最重要、最有感触的八年。”说话间，顾桃点燃另一根烟，一双本就落满沧桑的眼，在烟

雾缭绕的朦胧里，愈发悠远。拍完“鄂温克族三部曲”后，他明显感觉身体里那股劲卸掉了。

那之后几年他似乎沉寂下去，举家从北京搬到距离呼和浩特几十公里的草原，在那里租了一片草场，住蒙

古包，骑马，搞创作，做电影周，跟年轻的电影人和艺术家建立连接。“很多人以为我不做纪录片了。”实

际上，从2015年至今，他手里还有7部片子，有的仍在持续跟拍，有的已完成初剪，他放任敏感的触觉在

北方大地四处闯荡，随性地遇见主题。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剧照。

2020年4月，在中国应对疫情采取的大规模封控政策下，顾桃所在的那片逾百亩的草原也施行“只进不出”

措施，在路口会有人戴着袖标骑着马，告诉他们不能出去，出去就回不到草原。“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

事不会很快结束。草原对我来说开始变得像城市中家里的阳台，因为一旦被封锁，就跟大小没关系了，那

种固守在同一个地方的感觉是相似的。”

无事可做的顾桃，拿着手机去追马，他享受跟随群马驰骋草原的肆意与激情，像挣开束缚，将生活的烦恼

和苦闷完全抛诸脑后，耳边只剩马蹄声，非常壮阔。他出了一身汗，痛快淋漓，是那种“肺都要炸开”的痛

快。

追到第三天，还没跑出去五步，他就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那是草原迟缓到来的初春，草地上还有残雪和冰

碴。手臂阵阵剧痛让他一时间不能动弹，他躺在那，视野里远处倾斜的山脉、继续奔腾的马、移动的云，

也在慢悠悠地回头望他。现在他大致确定，就是那个瞬间，他猝不及防地感知了年纪。“我不再是二三十岁

的小伙子了，不能再被困住，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守候什么了。”

“可能我们这一批人也是这样。”几年前，顾桃跟曾拍摄过《悲兮魔兽》、《上访》等多部纪录片的导演赵

亮喝酒。赵亮说，如果再让我再花12年时间跟拍到北京来的上访者，真的熬不动、熬不住了。顾桃深有同

感，森林岁月不可复制，也许他们都需要在这个时代找到新的、适合自己的方式。

后来无意间，顾桃在草原上与一位新疆小伙子闲聊时找到了，他提及自己的奶奶是个萨满，双眼失明但仍

能用石头占卜。顾桃的那股劲又来了，他一拍大腿说，走吧，我们就先去找你奶奶。

说这话的几天后，大篷车就出发了，离开草原，寻找萨满。“大篷车”是顾桃花几千块买的一辆二手的面包

车，加点油就能走。这一回，他决定主动出击，由蹲守式地等待故事发生，转变为游牧式地走访、拍摄和

记录 在不同的地方做交流 也持续地写一些文字 以脚步丈量出一张萨满地图 一本北方少数民族志



记录，在不同的地方做交流，也持续地写 些文字。以脚步丈量出 张萨满地图、 本北方少数民族志。

他始终信奉，如出发，必到达。

中国内地纪录片导演、摄影师顾桃。摄：Gerry/端传媒

萨满地图 


顾桃脑中有两条路线，一条从他的老家、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出发，行走在内蒙脊骨上，穿过牧区、

沙漠，再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一路向南；另一条则是向北走，穿越蒙古国，最终抵达西伯利亚。

萨满地图的开始，源于他十多年前拍的纪录片《神翳》，讲的是鄂伦春最后的萨满关扣尼在一场病愈之后

有了心事，希望在有生之年找到萨满的传承人，把这种古老的宗教文化继承下来，无奈现在的年轻人已不

再笃信神灵。

2019年秋天，关扣尼知道自己快走了，向政府申请了树葬，这是鄂伦春老猎人遵循的一种古老的殡葬方

式，死后把棺材放在相近的树上，四棵树夹紧，任由风吹雨打自然风化，最后隐入大地。关扣尼对家人

说，要是顾桃能来做个记录就好了。



她的去世，让顾桃想了很多，想到那年冒着北国大雪坐班车前往关扣尼所在的白银纳，透过上了霜的窗户

看到白桦林尽头，灰濛濛的林子上空白色烟柱飘游空中；想到在摄影机轻微的电流声中，关扣尼幽然的目

光定焦在院子里的一棵枯树上，娓娓道来一生往事；也想到当年在山林寂静的夜晚，她生起一堆篝火，敲

响神鼓，鼓声直达天空，与神灵沟通的场景，当然还有，关扣尼送给他的一个纪念礼物——用剪刀在桦树

皮上刻出一个挎着猎枪的鄂伦春猎手，骑在马上，后面还跟了一只猎狗。

这给予顾桃行动起来的灵感与使命感，于是他再次回到了白银纳，想要搜集更多关于萨满的资料。“萨满分

很多种，有祈福、治愈、占卜等，不同民族请神送神的仪式、与神灵的关系，都不一样。”他想是不是可以

透过拍摄北方不同地区的萨满、横向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构建萨满地图的框架。

他先去了新疆伊犁寻找一位当地久负盛名的萨满，家门口长年排着几公里的车队，都是慕名而来找她占卜

的人，这几年却忽然销声匿迹。

前往伊犁的路上，到处都在封控，连服务区都是空无一人。那时还没有核酸检测，顾桃及团队拿着一张抽

血测抗原的化验单忐忑入疆。这时，见到一辆车停在路边，走下来几位哈萨克族妇女和一个年轻男孩，顾

桃赶忙上前打听萨满的下落，将听来的容貌特征逐一转述，对方摇头表示不知。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剧照。

然而三天后，顾桃通过四下打探终于找到萨满的家、快进小区时，一个骑着摩托车出来的男孩笑着跟他打

招呼，让他跟着自己走。顾桃定睛一看，正是在服务区遇到的那个男孩。“到他家一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

了，原来那天在车里嚼着口香糖、穿绿色民族衣服的哈萨克妇女就是他妈妈，也就是我们要找的萨满。”她

说，我知道你们会来，一直在家等你们，但前天见面时不能告诉你我是你们要找的人，神灵会考验人的诚

意。

拍萨满，顾桃尤其相信缘分的牵引，“我要相信我跟TA有这种连接才会去拍。”年轻的时候，顾桃的影像有

种桦树皮般粗糙的可感性，不拘泥于技巧和规则，看现场、看状态，很容易把人带入一种对往日的回首和

沉思之中。现在他更强调连接的重要性，倾向于让对方讲述，讲述他跟时代、跟上一代人、跟他所做的事

之间的连接。口述史及文献记录的价值逐渐体现出来，顾桃的镜头反而甘愿为之让路。

他觉得，这种转变也是游牧式的拍摄方式所带来的，“因为过去的现场是日常，每天我有时间去等待。但现

在我们的大篷车在游走，前方还有人在等我们。”过去三年间，顾桃已跟拍了四位萨满，他预计这段旅程还

有三四年才能完结。



至于他与萨满的连接，还是存在于他对北方故土的热爱、对生活在那里的人的关怀中。“尽管萨满作为一个

独立的体系，但也脱离不了民族和民族性。我透过萨满这个主题，关注的还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

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他们跟自然、跟大民族的关系，他们在变化的生态里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如何应

对更多年轻人进城、故乡城市化的问题。”更远一点，这些年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延续和丰富父亲的研究，期

望有朝一日能够建立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像档案馆。

顾桃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被森林包裹的北方小镇上，那里看似是缩小版的城市，大家整日忙忙碌碌为生活

四处奔走，但时常也会见到背着枪的猎人来镇上购买物资，他们豪放地喝酒吃肉、爽朗大笑。他喜欢那些

回归自然式的生活，因为在他心中那是自由的象征，是最纯朴的记忆。



顾桃。摄：Gerry/端传媒

森林里最后的猎人 


2003年春节，顾桃踏上了驶向敖鲁古雅的普快列车。窗外冰天雪地，列车员卖力地烧着锅炉，车厢里依然

没有热乎气，他把鞋子脱掉，用在羽绒服兜里焐热的手温暖双脚。心里隐隐有种孤独的兴奋感，因为他正

走在父亲二十五年前走过的路上，而那也是他涉猎鄂温克族题材的开始。

那时的顾桃，30多岁，北漂，任何时候身边总是围拢着朋友，一起谈笑、喝酒。如今回头，他却不满意那

种状态，形容为“在对现实的茫然失措里故作镇定”。

春节前夕，顾桃回到老家探望父母，闲不住的他翻看父亲顾德清早年出版的书《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

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文化馆工作，在顾桃的记忆里他总是“失踪”，母亲好像知道他失踪在哪里，所以不

找，但有抱怨。父亲每次回家，都是满脸胡茬、头发蓬乱，眼镜腿缠满白胶布，表情疲惫，但眼里却有

光。

顾德清将家里最小的房间腾空，装上红灯泡，打造为暗房，带着顾桃在这里显影，有时还让他帮忙整理和

校对文字。枝桠光秃的森林银装素裹，背着猎枪的猎人骑着马、牵着猎犬踏雪前行，借由这些逐渐在相纸

浮现出来的狩猎场景，顾桃窥视到了父亲世界的一角。“我想他让我做这些，也是为了影响我吧，可是那时

候我对他所写的、所拍的，都没有感觉，只是为了帮他完成一件事情。”

为何感觉会在事隔十多年后的重读间忽然而至，顾桃也说不清楚，兴许是在北京兜转多年急于寻觅自我表

达出路的焦虑和不甘，在对森林的凝视中被抚平，重获在城市里失去的呼吸感。也兴许是猎民回溯过往狩

猎记忆的那份忧伤 与他总在游离飘忽的心境殊途同归 他记得幼年的 个夜晚 家里来 个大汉 穿



猎记忆的那份忧伤，与他总在游离飘忽的心境殊途同归。他记得幼年的一个夜晚，家里来了一个大汉，穿

着兽皮做的上衣和皮靴，他怯生生地趴在门缝看，摇曳的烛光下，大汉把猎枪放在桌上，跟父亲喝酒，两

人相顾无言，一杯接一杯地下肚，脸就红了，热泪在眼睛里转。

“我一直忽略了我的故乡，忽略了儿时独有的经历。”于是顾桃拿起相机，独自前往父亲曾度过青春岁月的

敖鲁古雅，那趟旅程初衷本是拍些照片带回来给父亲看。

听闻老朋友的儿子来了，猎民们都很兴奋，聚在老酋长的儿子何协家里，不断有人拿着酒走进来，人越聚

越多，一坐坐一炕。大家把酒倒在茶缸里，轮流喝，喝得双眼通红，悲伤地唱起歌来，泪如雨下。

顾桃来得巧，这是他们在山上的最后一个春节，来年他们就要因“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迁到山下定居。这

个民族传说三百年前为躲避战火，赶着驯鹿从贝尔加湖畔一路向东，跨过了额尔古纳河，迁进大兴安岭西

北麓深处的原始森林，他们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狩猎生活，也被视作中国最后一个保留狩猎文化的部

族。猎枪被没收之后，猎民们丧失了继续在森林中驰骋的权利，身体的能量无处施展，积郁愤懑又不知从

何疏导，选择用酒精自我麻痹。颓废、感伤、自我放纵地酗酒，成为他们面对文化失落的无奈抗议，从前

顾德清在森林的许多老朋友都走了，“都是非自然死亡，有喝酒喝死的、病死的、冻死的。”

《雨果的假期》剧照。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夜晚像被冻住了一样，月亮泛着橙色的光，高高挂在天空上，大雪纷飞，森林沙沙作

响。顾桃坐在那栋“木刻楞”（一种俄式木结构房子）的客厅中间，看到了两个世界：一面是悲壮的，猎人

们苦闷地喝着酒，痛哭流涕；一面是欢快的，两只在森林里看护主人和驯鹿、即将退役的猎犬正在屋里发

情交配。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场面，有寒气，有酒气，人性、兽性、自然里的生命感、悲情与激情，全都交织在一

起。”喝得醉醺醺、眼睛和头都抬不起来的顾桃，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行，照片已经没有意义，我要回去

找人，拍一部纪录片，记下他们在山上的最后时光和下山后的经历。

又耽误了一年，顾桃才拿着从女朋友那里借来的“掌中宝”相机，插上磁带，匆忙赶回敖鲁古雅。那时生态

移民已经结束，人和鹿都下山了，只有老酋长、82岁的玛利亚·索拒绝下山：“我在那的房子待过几天，那

房子的暖气一点也不暖和，它能赶上生的火暖和吗？”山下的暖气里没有她心爱的阳光与月光，她的驯鹿也

不能漫山遍野地走。她平静地对动员她下山的人建议，“要不你们先试点一段时间，如果成功了，我肯定下

山。我家现在的三百多头驯鹿，不能这么盲目地下山，本来敖鲁古雅的驯鹿就不多了，不能再经受没有把

握的折腾了。”

玛利亚·索一语成谶。搬迁之后，尽管猎民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山下生活资源无法自给自足，大量的花销

支出却缺乏经济来源，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一些猎民也无法适应彻底的定居生活。定居点附近的苔藓稀

薄，加上偷猎“套猎”猖獗，还不到一个月，驯鹿就出现大面积死亡，损失严重。

于是有驯鹿的人家又迁回山上去了，他们组成了一个猎民点。顾桃所跟拍的故事，便是从这里开始。 


对于镜头的介入，猎民起初很抗拒。“最早我拍何协，他就特别反对，总说你别拿那玩意对着我，我不乐意

上电视。我说这不是电视台，你要是不愿意让我拍，你就眨一下眼睛，我就拍别人或者停止。锯鹿茸的时

候他看我在拍，眨一下眼睛；喝酒的时候我一拍，他也眨眼睛；干活、找鹿的时候，都在眨眼睛。但是时

间一长，我发现他眨眼睛的次数也越来越少。”顾桃知道那是一种习惯、一种接纳，时间总能解决一切。

日复一日，残雪在树丛的角落里呻吟，淅淅沥沥的雨拍打桦树皮撮罗子（游牧民族一种圆锥形房子），森

林老了，人也老了，然而猎民在城市与森林之间无所适从的矛盾从未消失，甚至在新一代身上更为集中地

体现出来。

“在雨果（维佳的侄子）这一代就更明显，他们渴望城市的生活，因为城市里有年轻人喜欢的歌听、酒吧、

漂亮姑娘，但是他们留不下来，最后不得不回归山林。”雨果18岁那年来北京宋庄找过顾桃，说想留在北京

工作。顾桃给他介绍过洗碗、保安等工作，他都干不好，不到半日就被人给撵回来了。后来反而是在森林

里找回了自己，雨果学着用抖音记录森林日常，甚至还能靠直播卖几个鹿产品。“他尝试过之后就觉得城市



也不过如此，城市是有钱人的城市，这就踏实了，如果不让他来城市，那他永远有一个心结。”

以前在草原，大人们总是不准小孩盯着天上的云看，说是云看多了，人容易变傻。顾桃知道，那其实是怕

他们太过渴望外面的世界。他现在觉得，孩子要往外跑的时候，你就让他去，等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会

带着一种坦然和平静，踏实地留在故乡。



顾桃。摄：Gerry/端传媒

被酒精覆盖的青春 


顾桃觉得，25岁至35岁中间那十年特别漫长。那是九十年代，大部分人为了生存而做事，人们对于出路有

许多固有的认知，譬如像顾桃这类学美术的，毕业出来就得搞装修。他也跟着别人走，做过摄影、壁画，

当然也做过装修。

但顾桃不甘于被时代裹挟着朝前走，做所谓“应该做的事”，他还是试图冲破无形的规则，建立属于自己的

体系。

他曾以为摄影会是表达自我对外界感知的方式，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当下中国。为此，他一度将美国纽

约摄影学院出版的教材视作法典钻研，也关注同时代的优秀摄影师如吕楠、杨延康、刘铮，从他们的作品

里汲取养分。

顾桃也曾因摄影挣到过钱，他给服装公司拍样宣，来北京第二年就挣了2万元人民币，在当时颇为可观，至

少生活不愁。但是那钱顾桃挣得很难受，甚至挣得很紧张，“我就想，今年挣2万，那明年不得挣4万？后面

不得更多？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做的，但是好像为了钱还得做。”他那时困于一种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里，

面临抉择，无暇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现在想来，那份难受里或许也存在些许担忧和鄙夷，担忧无意义

的工作过度消耗自己，也鄙夷别无他法等待被消耗的自己。

后来反而是在看到刘铮的《国人》系列，打消了顾桃在此深耕的念头，“他（刘铮）虽然是摆拍，但当中观

念性很强，注入了作者的理解。透过那个时代下国人的面孔、肢体动作，建立自己对社会的反射。这个我

做不到，主要是不好意思，自己的知识体系、认知也都不够。”顾桃坦承，那时有种卑微感如影随形，只是

偶尔被生活里的其他东西短暂地消解掉了。

譬如酒精。“年轻的时候我爱喝酒，也能喝酒，所以朋友特别多。”人们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但顾桃觉

得 路是别人的路 对你来说那未必是路 他清醒的时候很难受 很不甘心 所以喝酒 喝多了很快乐



得，路是别人的路，对你来说那未必是路。他清醒的时候很难受，很不甘心，所以喝酒，喝多了很快乐，

快乐过后又是迷惘，始终陷于这样的循环，任由酒精覆盖青春。“所以我感觉时间特别漫长，什么时候能三

十而立啊，什么时候能找到自己的事做啊。”

将顾桃从这种状态里拽出来的是纪录片，当他选择了以影像的形式传递感受，借以回应时代，并逐渐在此

建立领域，证明自身价值，他首先觉得这是尊重了自己，既而获得了踏实和坦然。

顾桃记得，刚来北京那会，朋友们常带着他参加不同饭局，大家习惯打招呼前先递上名片，上面写着职

位、名字，“名片代表身分，他们用名片来尊重对方，你是什么主任、董事长。我只有名字，没有名片，我

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做了纪录片等于是我选择了让自己能够踏实一点的事情。”

踏实之后，顾桃不再需要依靠酒精去隐藏性格里的卑微感。他从另一角度去看待、消化性格里原本偏向消

极的一面。“因为拥有了卑微感，我才能跟着大家一起欢笑的同时，也与浮躁、一种时代的圈层保持距

离。”如今，人生过半，见过足够过的人和事，由卑微逐渐进入了一种悲悯之心。



中国内地纪录片导演、摄影师顾桃。摄：Gerry/端传媒

带着这样的悲悯之心和天生敏感，顾桃发现到处都是素材。“我不去寻找素材，都是遇见。”在他所关注的

北方少数民族这一大主题下，去遇见每个当下他所看见的、他所感知到的，以及他被触动的人。

三年前在新疆布尔津县，顾桃坐在出租车上，看到有个人在人行道上迎着风走，瘦瘦的，脸煞白，看不出

是男是女。那是个太阳快落山的清冷午后，就像电影慢镜头似地，车缓慢地到了他近处，“刷”一下过去

了。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给顾桃一种非常强烈的孤独感，好像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他倒也不在意，在自己

的舞台上行走。“特别有感觉。”等司机停车，顾桃跳下来四处张望，再想找那个身影，就找不见了。

“他怎么那么孤独呢？我就想，能不能进一步去接近他，感受他？”于是顾桃就去找他了，在那个县城翻天

覆地地找了三天，终于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间小旅馆找到了他。得知他是哈萨克族的跨性别者，在小旅

馆做清洁，也接性工作。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倾诉了心事，又跟着他回家见到他与母亲之间的矛盾争执，

后来这些都被拍成了一部片子。

顾桃对父亲，也曾有过一些微妙的对抗性情绪。那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时代变化之快初见

端倪，顾德清最早是画猎民生活，当他意识到画画速度追不上变化速度后，就改用摄影。他那时已从北方

猎民生活的变化中意识到，这会是个打磨人的时代，所以在放任顾桃被时代打磨前，作为父亲，他要先把

儿子锤炼结实。



“我童年过得很紧张、很恐怖。”顾桃从小非常惧怕父亲，他回忆，父亲上班或进森林前，总会给他布置作

业，要读几本书、画几张画、写几幅字。待父亲一离家，他便趁机跑去玩。那时家里院子有个两人高的柴

垛子，姐姐就趴在上面替他望风，远远见到父亲便出声提醒，“听到声音，我就像狗似地噌噌噌窜到屋里拿

起笔，脑袋上还有汗珠。”

他还一度认为父亲自私，在家庭角色中长久缺席。“我母亲是劳碌命，什么事情都得她做。”每逢秋天，他

常与姐姐、母亲坐很久的车到菜地里挖土豆、白菜，准备过冬的粮食，有时天刚矇矇亮，他就要去畜牧场

抢树皮、或拉煤回来烧，“这些我父亲都没有参与过。”这让顾桃耿耿于怀，他曾经非常迫切地想要摆脱父

亲的影响。

然而人的想法的确会随着阅历所改变，他逐渐明白父亲选择的意义，“随着自己成长到一定年纪，我发现他

那时候做的事很被人尊重，很多国内外的学者找他当年拍的照片和文字。好像他的自私只是放在一个小家

庭里，而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史而言他又不自私了。”到头来家中四个兄弟姐妹里，反倒只有顾桃在“父亲的

期待”下长大，踏上文艺之路。

在两个时代里，他们都如同孩童般固执地蹲踞着少数人着眼的事，满怀的火光。顾德清在人人都忙着下海

投机倒把、或一杯清茶一张报纸混沌度日的年代，一头钻进森林里去了。而那人迹罕至的森林同样吸引着

顾桃，父子二人的足迹终于在三十年后重合。顾桃笑言，那可能不仅是潜移默化的精神影响，而叫作“随根

了”，若非如此，他可能也在浮躁喧嚣的城市里慌慌张张地赚钱，潦草地度过此生。

他现在理解了，每当父亲“失踪”回来，总是兴致很高，一把抱起门口胆怯张望的顾桃满嘴亲，满脸胡茬让

他又痛又痒，他正享受精神领域无形的坦然和喜悦。跟顾桃此刻的状态如出一辙。


